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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影像空间与社会现实

刘　 娜　 李　 云

摘　 要: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产物和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戏剧艺术形式存在的电视

剧,具有“社会性冲突”的基本特征。 乡村影像空间生产的背后蕴藏深层的文化理念和社会

逻辑。 基于社会变迁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乡村影像空间展开社会性思考,可以发现,其乡村

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复杂的城乡文化差异和社会性冲突。 乡村题材电视剧依托现实场景

建构的影像乡村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升华。 乡村影像空间的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

社会现实空间形成互动。 从流动与融合的视角审视城乡关系,乡村影像一方面催生乡民的

认同危机、架空乡村发展的现实、显现城乡文化差异的显著性,另一方面它同时成为一种塑

造乡民主体意识、暴露乡村现代性焦虑、调和城乡关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乡村影像空间裹

挟多元诉求和巨大张力,形成对现实冲击的反弹。 乡村影像空间的建构在与现代性社会的

碰撞与融合中呈现自身,这不仅具有文艺生产上的审美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也成为理解

我国乡村问题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动态、积极的新思路和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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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题材电视剧所搭建的影像空间广泛涉及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它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相

联系。 乡村影像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塑造社会现实,影像空间的生成和表述成为影响社会空间

的重要活动。 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影像空间进一步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投射,我们可以将影像空间的

生产与消费视为一个影响文化发展与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

一、乡村题材电视剧与社会现实的空间同构

(一)乡土田园的想象式构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对现代美学的性质进行讨论时认为,空间结构成为基本的美学问

题[1] 。 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电视剧影像空间也具备浓厚的审美趣味。 当前乡村题材电视

剧多以外部创作为主,其中有关田园景观的描写、典型人物的刻画和乡村发展的聚焦无不呈现出想

象的意味,乡村题材电视剧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乡土乌托邦的建构。 乌托邦意指理想完美的境

界,是现存主流社会对于更好社会的想象和延伸。 乌托邦的出现使“时间优先的现代性历史注入了

一个可资想象与空间化的地理学维度” [2] 。 在这一层面上,乌托邦叙事是空间化的。
我国乡村的主要视觉形象是围绕土地构建起来的,“浩渺的黄土、苍茫的高原、奔腾的黄河,抑或

恬静的乡村、叠翠的群山、潺潺的小河” [3] ,跨域时间和历史,积淀为乡村景观的主要形象。 《八百里

洞庭我的家》以湘水文化为背景,借助大量空镜头完成了绮丽、梦幻的洞庭风光塑造。 在城市的现代

化发展进程中,个体归属和群体记忆发生断裂,乡土文化的根源性和城乡文化的间离使乡村成为城

市情感寄托和家园想象的重要空间。 宗白华曾经提出,我国传统的空间意识是一种审美化的空间意



识。 电视剧中理想、诗意的田园风光所阐释的即是作为这样一种审美空间的延伸与拓展。 “构想的

空间”是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重要理解,它是“乌托邦思维观念的首要空间……是一些艺术家和诗人

纯创造性想象的空间” [4] 。 田园景观的诗意化描写既完成了城市对于自然体验的需要,也弥合了现

代都市的情感缺失和文化认同,它为情感的流动和宣泄提供处所。 在这一过程中,乡愁由一种“情感

状态”转变为一种“审美观念” [5] ,乡村经由艺术化处理转而呈现为美的意象,影像空间在这里发展

成为构想乡村社会空间的一种秩序。
人物塑造是电视剧叙事的核心。 乡村电视剧中的乡民形象承载乡土文化精神,是展示人物关系

和情感的重要“实体” 。 多数乡村电视剧以现实主义美学为遵循,但在现代乡村题材电视剧喜剧化倾

向和对乡村刻板理解的叙事逻辑之下,“类型化”取代“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 [6] ,完美形象与

夸张形象并立成为现代乡村电视剧塑造乡民形象的重要审美取向。 以东北文化为核心资源的《乡村

爱情》系列电视剧塑造了王、谢、刘、赵四大家族的几十位关键人物,这些人物在样貌和性格等方面看

似迥异,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出小品化和二人转表演风格,表现为一种类型化的喜剧形象。 《乡村

爱情》中的审丑趋向和《马大帅》 《刘老根》的悲情叙事策略,都将乡民置于被救赎和苦难之地。 此

外,改革英雄李向南( 《新星》 ) 、农民企业家葛寅虎( 《葛掌柜》 ) 和现代乡村女性王小蒙( 《乡村爱

情》 )等乡村新形象涌现,具有时代性的创作理念逐渐凸显。 但另一方面新乡民所依靠的是一种偶像

化的叙事策略和完美角色的塑造,富有乡村新面貌的人物群体夹杂着政治与道德色彩,成为被神化

的草根英雄与乌托邦式的乡村新领袖,这有可能损害电视剧表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 乡村题材电视

剧中的人物塑造不仅指涉乡民个体形象问题,也呈现和构造社会关系的过程。 人具有主体性,人的

主体性既是近代以来哲学与社会学的讨论对象,也是现代性维度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们古往今

来,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 [7] 。 乡民不仅是乡村空间的存在物,其主体性实践本身就是乡村空间

的重要内容。 扁平化的乡民形象塑造暗含对于刻板思维的认同,喜剧化、纯净化和苦难化的乡民形

象处理是城市话语脱离乡村现实根基的想象式描述,在这一影像空间中视觉性文本使立体、个性的

人物内涵和人的主体性缺失了,掩盖了人物塑造背后的权力把控和资源占有,乡民群像在标准化的

规则下沦为一种符号,切断了影像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联系,空间问题中日益显现的社会性和主

体性未能在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得到展开。
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之下,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聚焦乡村发展问题。 象牙山( 《乡村爱情》 ) 、龙泉

山庄( 《刘老根》 ) 、云间舍( 《青恋》 )等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描绘了诸多乡村新景观和发展新图景。 这

些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新乡村景观可以“引领一种不可预知的,超越平凡现实的理想镜像” ,在
一定程度上排解现实乡村发展的压力,使城乡失衡状态下的乡民“体验一种陌生且能够被感知的时

代遮蔽处和生活褶皱处的曲折微妙,从而拓展一种新的非常态的生命体验” [8] 。 但与此同时,这种超

越一般乡村面貌的影像创作暗含着对日常经验的夸大和想象,它更有可能形成一种“影像幻觉” ,掩
盖乡村社会的转型风险和分散状态,使人们忽视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导向影像空间

对现实社会空间的僭越,甚至引起现实感与反思的缺席。 从这一角度来看,乡村题材电视剧构建的

影像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超我想象的文本”空间,它反映乡村现实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丧失了。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他把空间生产看作是一个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重新

建构的过程。 当前乡村与城市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间的失衡是现代空间生产的重

要影响因素。 “城市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大趋势之后,城市化的空间形塑又作为一种既定事

实,反过来影响甚至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建构和发展趋势” [9] 。 乡村电视剧中的乡村城市化

塑造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上的。 它不仅成为乡村影像空间生产的逻辑思维,同时也加强了城

乡界限,隐喻差异性对于乡村现代性发展的渗透和支配。 另一方面,“草根英雄”和“乡村精英”在乡

村题材电视剧所聚焦的乡村发展中担当着重要角色。 而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 ,现实社会中

的乡村空心化伴生着文化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等诸多问题,乡村精英的现实“离场”将乡村发展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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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暂时无解的状态。
(二)奇观积聚的陌生化处理

电视剧是具有极强反映能力和现实基础的文艺类型,它以影像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与时代同时

出现的秩序” 。 而当前我国乡村电视剧所搭建的影像空间呈现出一种陌生化,奇观积聚成为重要特

色。 身体是列斐伏尔“空间建筑学”的主要组成,“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 [10] 。 以《乡村爱情》
为代表,口吃、跛脚、大头等生理缺陷和外形体态上的特征成为塑造乡民形象的典型手法。 这一类乡

民形象借助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生成排他性,形成对淳朴、善良传统乡民形象的挤压。 具有生理缺陷

的身体作为乡村的物质实在形成身体语言,参与乡村空间叙事。 身体的选择和塑造是生产性的,它
生产社会空间、物质资料以及人类历史。 “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

远的秩序起源问题作出解释” [11] ,对乡民身体缺陷的放大和喜剧化运用是对乡村窘态的扩大生产、
对于乡民的他者观看和异化,影像空间的艺术处理隐喻着现实城乡关系的疏离和乡村现代性发展的

困境。 在这一语境中,猎奇替代怀旧,成为主要的叙事规则,文化与精神的溯源被断裂和想象所置

换,陌生化的城乡关系和认知实际上建立起来了。
《马大帅》中马大帅被雇来向精神失常的老文化局局长汇报工作,文化与精神失常、乡民与城市

精英共同出现在一个空间当中,不仅使日常生活变得讽刺,其本身也构成一种奇观和荒诞。 奇观积

聚的乡村影像与现实社会秩序不可分离,它是视觉经验与艺术创作的问题,也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诸多因素。 精神失常的老文化局局长和马大帅的并置与交往暴露出城乡文化和生活间的断裂,乡
民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权力和资本的妥协既是对文化的颠覆,也是城乡平衡关系崩溃的一种表

现。 它的呈现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一种艺术幻觉和人工制品。 虽然这类奇观尚未主导乡村影像空

间,但“在主流视觉文化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美学空间” [12] ,追求奇观的趣味趋向与作为美学观念的

审美概念之间发生了分裂。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什克罗夫斯基把陌生化处理视为艺术的主要技巧,将

感觉的过程视作审美的目的。 在形式主义视野下,文学性是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品质,而文学

性的建立只能诉诸纯粹的文学世界且独立于其他因素。 故而巴赫金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导向的“艺术

作品乃是自我封闭的整体,他的每一个成分都不是在同任何作品以外存在的东西(自然现实、思想)
的相互关系中,而只是在整体本身的自身具有意义的结构中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意味着,艺术作品

的第一个讽刺首先在作为封闭的独立自在的结构的作品中具有结构的意义。 如果它再现、反映、表
现或模仿什么的话,那么这些‘流动性的’功能都服从于基本的结构任务———建造严整的和自我封闭

的作品。” [13] “陌生化”对于形式、结构和技巧的追求超越了内容本身,它将文学性(在本文中可以视

为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和现实价值)寄托在文本自身,从而脱离文本所依存的广阔的

现实世界,忽视复杂的外部影响和权力关系。 同陌生化的文学语言一样,对于乡村和乡民形象的陌

生化处理使乡村影像叙事囿于封闭的自身范围,在对形式和快感的追求中进行虚幻的自我合理性建

构,用偏失的自我标准检验自身,陌生化的乡村影像空间得到加强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社会现实与

思维的立足点。 陌生化的提出是为了打破生活体验的自动化,激发人们对于生活的诗意关注。 但当

前我国乡村电视剧中的陌生化处理在“瓦解常备的反应”的同时,很可能造成对乡村、乡民“反常化”
的认知和误读,并在影像的广泛传播中固化为一种思维定势。 奇观积聚的乡村影像空间就不仅仅是

反映现实,它反过来也逐渐成为现实社会空间本身。
(三)自我缺席的城市介入

芒福德把城市的建立作为古代社区改变保守社区孤立和封闭状态的最佳突破口。 伴随现代化

进程的加快,我国乡村由传统的封闭性向开放和流动转换。 20 世纪 80 年代《山民》中乡民救助城里

人的情节设计在今天被城市对乡村的关怀和拯救所替代,电视剧空间中的城市介入成为现代乡村发

展的必要因素。 这首先表现在马向阳( 《马向阳下乡记》 ) 、孙浩然( 《大村官》 ) 、沈聆( 《青恋》 )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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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代表的“下乡” ,无论是以村干部还是企业家的角色进入乡村,他们都代表拥有主流话语和社

会资本的城市文化,其本质上暗含着“先进文化”对于“落后文化”的改造。 乡村影像空间的建构活

动中,城市掌握了叙事逻辑和优势,乡民的主动性和优势被弱化了。 其次是城市元素的渗透,城乡交

流的增多和城乡地位的失衡使影像乡村面貌不断向现代都市靠拢。 象牙山( 《乡村爱情故事》 )乡村

企业集聚、乡民争相创业,在传统乡村景观之外呈现更多的是城市发展路径和模式;《乡村爱情》中的

“爱情”缺乏乡村印迹,交织着身份、文化、经济和权力话语,乡村发展的沉重现实在偶像剧式的叙事

策略和虚空的问题意识下被消解和隐匿。
城市的强势介入实际上是“对乡村场景的城市化置换,完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同构,并借此让农民

在自我身份上产生了认同的转移” [14] 。 农民与城市人身份角色在同一空间以不同的面貌和社会地

位出现,隐喻城乡群体间的身份裂隙和阶层断裂。 漂泊、边缘的生存状态和迷惘、焦虑的情感预设成

为乡村电视剧塑造农民形象的普遍操作,精神层面的内涵被忽略了。 但应当注意的是,自我认同是

个人对于内部状态和外界环境的认知以及两者间的协调。 乡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使个体价值

无法得到确认,自我认同就有可能产生危机。 作为乡村精英的孙向阳( 《收获的季节》 ) 、谢永强( 《乡

村爱情故事》 )等返乡角色蕴含城乡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但当前乡村电视剧对于这一过程展现的缺失

使返乡简化成为传递和植入城市观念的入口,挤占了乡民独立、个性的思维空间,乡村的自我认知和

自我表达在乡村影像空间中缺席。 空间与权力具有辩证关系,知识与权力在空间当中发展成为实际

的权力关系;空间既是权力发生的场所,又是多重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过来作用于公共生活。
乡村的自我缺席和城市对乡村的介入源于城乡生产关系和知识权力的差异,乡村题材电视剧中潜存

对城市身份、文化、权力话语和发展路径的认同与迎合,它为乡村发展提供借鉴的同时影响着现实的

资源与权力配置和乡土文化认同,简单的对乡村场景进行城市化置换显然无法完成乡村现代性发展

的检视和对乡民文化身份的指认。

二、乡村题材电视剧与社会现实的空间互动

(一)乡民的认知模糊与重塑

伴随现代传播和消费的广泛化与深入性,乡村题材电视剧所构建的影像空间成为一种催生认同

危机的不稳定力量。
从现实层面来看,以土地为中心的传统村落正逐渐失去传统秩序和集体关系的规制,阿波罗式

的文化模式被浮士德式所消解,失去传统秩序和集体关系规制的乡村和乡民呈现出“原子化”趋势,
乡民的集体认同濒临解体。 但目前我国乡村题材电视剧把现代化生活和城市价值观作为叙事的基

本逻辑,强化的是对于城市的认同与向往,它有可能造成对城市文化的盲从,乡民的自我认同和乡村

的集体记忆在商业话语和消费主义中失落。 基于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大批乡民逃离乡土完成了向农

民工角色的转换。 农民工依赖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证实自我,其自我认同包括内在身份认知和外部

判断。 但处于城乡中间地带的农民工难以产生“脱域”现象,准城市人、农村人、外来人、农民工等多

重身份又使其难以回归原始的乡村“框架” ,最终陷入自我地位和身份认知的混乱。 进城与返乡的失

败,使乡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摇摆,陷入身份和自我认知的困境并最终呈现出自我的不和谐。 马大

帅( 《马大帅》 )最终以“落叶必然要归根”结束了城市生活,以事实上的妥协隐喻乡村进入城市的失

败。 同时,部分乡村电视剧以大团圆结局的叙事淡化对城乡融合困境的思考,实际上也预设乡村和

乡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溃败。
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场所,权力无处不在,但权力关系是流动、可逆和不稳定的。 现

存乡村形象和乡民自我认知的模糊把乡村的自我表达问题推向前台,城乡互动空间中权力的在场和

抵抗并存。 从美学意义上理解现代性,它强调一种“基于个体之上的体验,尤其是对现代生活的体

验” [15] 。 移动网络的迅猛发展降低了技术使用和获取成本门槛,为乡民自我表达开拓了途径。 如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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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软件快手“农村包围城市”的非典型崛起路径,既是产品气质影响下用户自然分布的结果,也说

明了现代乡民进行自我表达和展示的蓬勃意愿,乡村话语和形象不再单纯依赖城市的想象式描述。
现代乡民主体构建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现代性的生成。 乡村形象和乡民认知在重塑与

追求一致性和确定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形成张力,这种变动也有益于建立起更为稳定与合理的城乡判

断和认知。
(二)乡村发展问题的隐匿与呈现

电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在乡村的传播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与观

念影响,围绕当代农村改革和发展进行创作是我国乡村电视剧生产的重要取向。 土地是乡村主要的

生产和生活领域,也是乡土精神的主要来源。 1958 年《一口菜饼子》拉开了我国电视剧的序幕,同时

开启了“人与土地”的母题探索。 我国乡村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问题,因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叙

事框架下,我国乡村电视剧对于土地进行了诸多呈现。 《乡村爱情故事》中偶像式的爱情主线和复杂

的矛盾纠葛架空了乡村发展的现实,对乡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行了弱化处理。 《马向阳下乡记》虽然没

有回避土地流转、修路、空心村等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但“城市人”所代表的权力话语推介是对

乡村生活的强势介入和俯瞰式关注。 乡村电视剧失去了对于土地问题的把握,不仅造成了重要优势

和资源的丢失,也切断了乡村人与土地的对话和联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

土。” [16] 而土地问题的离场,使乡村的根基被掩埋了,乡村精神的核心和实在性可能走向迷失。
布尔迪厄的空间理论认为社会绝非只有经济一个领域,乡村题材电视剧也并非是对乡土生活的

简单呈现,更包括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注。 如前所述,乡村题材电视剧对于乡土乌托邦的构建

偏向社会乌托邦层面,试图建立的是一个美好、理想的乡村社会模型。 艺术与审美可以被视为一种

社会拯救力量,“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

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17] ,马尔库塞的论述说明文化在社会批判与社会救赎中发挥作用,而人

是改变世界的最终力量。 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对乡村文化和乡民精神缺少观照,庞杂的乡村问题和

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之下鲜活的乡民进取精神和生存意识被忽视了。 电视剧所营造的美好蓝图是

对城乡失衡的一种反叛和对乡民的慰藉,但是当娱乐化的思维模式和肤浅的人物形象被广泛嵌入到

社会对于乡村和乡民的认知当中时,对于文化空心化的乡村和文化身份长期得不到指认的乡民而

言,“精神世界的焦虑和恐慌”以及“寻找精神家园的迷惘” [18] 成为其最大的困惑。 乡村电视剧中乡

村文化的失语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乡土文化的衰落,它伴生着公共空间的消解和外来文化侵蚀。 于

城市而言,人们将被滞留在“速度空间”之中,“忘却自己本土栖息地之时间深度的广度和质量” [19] ,
怀旧、寻根和精神还乡也终将只能是对现实生活的虚拟和臆想。

此外,传统乡村在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社会问题,引发对于乡村发展的现代

性焦虑。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青恋》 ) 、耕地与粮食安全问题( 《圣水湖畔》 ) 、乡村留守问题

(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都成为乡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内容资源。 但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对于乡村

发展现代性焦虑的呈现和思考浅尝辄止,尚未触及乡村改革发展的深层矛盾。 多数电视剧以圆满的

结局淡化乡村现代性危机的紧迫性,削弱乡村发展现实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而将现代性焦虑求诸

“现代化”的拯救,实际上加重了现代性对于乡村发展的围困。 学者赵月枝提出,我国乡村故事是一

个理想性的故事,但“理性性”与“去历史化”有着本质区别,它应当是包含着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故

事讲述。 因而乡村题材电视剧的故事创作需要包含“对乡土的依恋情感” ,“对有关乡村的一切知识

的浓厚兴趣” ,更应该体现为“一个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本根

的追寻”和“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后,对自己所欲所求的发展道路与

生活方式的探索” [20] ,讲述好乡村中国的故事。
(三)城乡文化的冲突与调和

城市对于乡村的想象与介入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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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具有显著性,两者间的冲突与调和成为乡村电视剧文本的重要内容。 亨廷顿认为文化

冲突问题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

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

突。” [21]钱二宝(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 )开办造纸厂,将就业、创业和现代化发展引入农村,现
代性和“陌生人”的进入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稳定结构。 剧中水源污染问题的出现映射城市文明的干

预不仅可能触发乡土教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也有可能将乡村的生存问题放大。 乔小央( 《城市的星

空》 ) 、刘圳声( 《我是农民》 )等用身体暴力的形式将城乡间的冲突推向极致。
与此同时,在以国家城乡融合政策为背景的社会条件下,乡村与城市的互动交融成为新的城乡

叙事点。 就多数乡村电视剧而言,城市的乡村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于乡村田园景观和质朴、坚韧乡民

精神的认同。 现代城市空间对于人的压迫可以在对乡村的体验和感受中得到抚慰,在对辛勤、真诚

乡民形象的观赏中被指引。 虽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城市对于乡村的想象和征用,但城乡文化的差异和

冲突可以在重新认同和情感满足中得到缓解,从对乡村的基础性理解扩展至深度的沟通与融合。 乔

治·莱瑞恩认为,“在相对孤立、繁荣、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认同问题。 认同要成为问

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 [22] 城乡文化在根本上是同源的,当前失衡

和冲突的城乡文化具有不断调和并相互认同的极大可能。

三、现代乡村空间的视觉重塑

(一)加强地方空间的建立

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具有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双重属性,它更为广泛包括个人或群

体对于地方的认知判断和情感体验。 当代人文地理学把空间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四空间”即是

地方的空间,是更加人性化的空间,“它不仅提供各种资源,还提供记忆与行为的暗示” [23] ,思想和情

感是这一空间的重要元素和结果。 “地方空间”是传统社会主要的空间形式,现代社会则呈现出流动

性结构,作为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的“地方”被逐渐移除。
地方和空间被视为两种最具代表的人类经验。 地方是安全和稳固的地方,它代表既定价值与真

实;空间是开放、变动的空间,它代表自由和威胁。 段义孚的地方空间理论可以用来理解现代社会中

城乡发展和城乡关系。 乡村是传统文化和社会格局的中心,城市则是多元、变动的现代文明代表。
城乡关系不乏对立,但又在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承载中辩证统一。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城乡空间的分异与隔离成为重要的社会特色和现实逻辑。 把对人的生存的思考贯穿于地方与空间

的理解,以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为归旨,对于我国乡村电视剧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影像空间应当

客观,而非客观主义的。 在展现城乡矛盾和乡村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应着力揭示城乡间的内在联系,
为理解现代乡村、缓解身份危机,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提供新的空间和视角。

地方感“强调人与环境的紧密连结,这样的连接除了在生活方式、经验识觉之外,更包含了地方

意义及情感连接的探讨。” [24] 加强地方空间的建立,也就是要更多关注围绕流动和变迁而建立起来

的现代社会空间的发展过程、结构形态,恢复逻辑与心灵互动、沟通的基础,重塑乡村的地方自觉和

地方感。 当前乡村电视剧所建构的扁平化影像空间可以借由对现代文明乡愁情绪和历史溯源的情

感满足实现地方感的传播与渗透,在刻板化的乡村呈现和单一的创作规则中实现突围,在乡村中间、
城乡之间建立起真实可亲的“地方之爱” ,建立完整、稳定的地方认同,推动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生和国

家文化精神核心的延续。
(二)推动乡村的自我书写

对我国乡村题材电视剧进行观照可以发现,乡村建设的核心和乡村话语表达的主体以“外来性”
为主,其内生性力量相对不足,乡村文化与乡村自身疏离。 当前乡村话语的表达和传播主体“基于生

命根性的生命体验的缺席”是造成乡村形象失真和乡土文化弱势的主要原因。 现代乡村形象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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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塑离不开社会理解和外部支持,但积极的自我书写和自我创建才能从根源上规避乡村的缺席与

失声,推动乡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
列斐伏尔把空间概念区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述和表征性空间三个维度,这既是对空间的社

会性延展,也是知觉、理解和经验的聚合。 乡村与乡民实践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乡村空间,在此基础

上,空间形象和意义生成。 因此强调乡村空间的视觉重塑,推动乡村的自我书写,首先要强调乡民参

与。 文化下乡和来自城市的外部拯救只能是乡村建设的辅助力量,乡民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也

应当是参与建设的主体。 主体性不仅表现为自主、自为和自由,更表现为“在处理对象化关系和对象

化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力” [25] 。 互联网的普及为乡民提供了发声的途径,同时也潜存技术

门槛和资源占有问题,部分乡民创作的低俗、恶搞乡村影像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偏

见和误读。 陶行知的“离农性”和“为农性”兼具的乡村教育理念,在现代化的乡村生活转型与发展

过程中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乡村的自我书写需要重现并普遍开掘乡村优秀人才价值。 乡贤文化是传统乡村文化

的重要组成,现代生活中城乡间的开放与流动导致乡村生活精英的持续流失,乡村文化与秩序濒临

解体。 近年来新乡贤文化概念兴起,新乡贤被视为当代乡土的守护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

者与践行者。 对于乡土文化、乡村现实的深度认知和对于现代文明的把握是新一代乡贤开展乡村叙

事,重塑乡村形象的先天优势;根植乡土的情感和进入城市的体验,使其能够对城乡文化进行更为平

衡的认知和处理。 如果说乡村教育为乡民普遍参与自我书写提供了条件,那么新乡贤工程则为乡村

的视觉重塑和深度呈现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深化理解现代城乡关系

我国城乡间矛盾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被日益放大,有学者用“村落的终结”对我国乡

村的衰落与消亡进行预判。 基于对传统和现代之间连续性的认同,“后乡土社会”理论将乡村社会的

变迁看作“现代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一种新常态” [26] 。 当前,我国乡村题材电视剧

创作长期呈现出苦难叙事和大团圆结局的极端化处理惯习,说明这一领域缺乏对现代城乡关系深度

理解和深刻把握。
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理论,把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核心。 伴随社会变迁,文化本身也处于流

变之中。 农民生活附属于大社会,因此“农民的文化就只能是‘半个文化’ ” 。 为了延续自身,农民文

化必须不断从外界输入文化思想,成为一种“多元复合而成的文化” [27] 。 芮德菲尔德的整体文明观

也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和“小传统” ,将乡村置于广阔的社会变迁中进行考察。 “每一种文化的发展

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 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与自己

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对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述和再阐释。 每一个时

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 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 [28] 在社会变

迁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农村经历如此深刻的变迁与转型,矛盾不可避免[29] ,与其他诸多力量相互作

用无法避免。 部分乡村受到冲击和排斥,部分乡村在碰撞中丰富自身,激活、解体与重构的往复循环

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乡土文化与现代性在冲突与交互中并行。 借用学者潘家恩“现代梦”的意

向比喻,当前乡村题材电视剧体现出一种“梦幻” ,它表现为“单一纯粹”的叙述者表达及其所产生的

接受效果上,传受双方对乡村的认同和反应具有鲜明的一致性。 但从具体和复杂的现实社会空间与

历史条件来看,乡村的传播和建构裹挟着这种诉求,因而就其传播效果来说也必然是充满差异和张

力的。 因此,城市的俯瞰与救赎、乡村的盲从与衰败(或神话)绝不是城乡发展现实的全部意涵,如何

全面讲述我国乡村发展中的诸多方面,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需要摆脱二元对立的城乡观念,需要

对乡村问题重新“复杂化” ,“打开主流视野所遮蔽的角度与行动空间” [30] 。 在多重因素的博弈中,从
流动与融合的视角审视城乡关系,立足于文化内部构建新的城乡景观。 乡土文化中延续不断的传统

价值和面对外来文化介入时内生力量的反弹,是乡村电视剧创作的重要依据和丰厚的情感源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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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影像空间的构建与传播过程中,乡村才能以“再生产”的形式实现更新,并在时代的巨变中呈现

自身。
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他者,在城乡关系场域中,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互为“他者” 。 当前我国

乡村题材电视剧对城乡间文化差异和社会性问题的反映是不完整的,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影像

空间中的偏失将会深切影响到社会空间中普遍群体对于乡村和乡民的现实认知,阻碍新型城乡关系

和美丽乡村的建设。 因此基于乡村和乡土文化自身转型与流变过程,关注现代性影响下乡村、城市

间的冲突与融合,既是电视剧创作生产新的突破口,也是其反映现实的社会责任,理解我国社会发展

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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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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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typical
 

product
 

of
 

popular
 

culture
 

and
 

a
 

representative
 

form
 

of
 

dramatic
 

art,
 

TV
 

drama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 social
 

conflict" .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image
 

space
 

contains
 

deep
 

cultural
 

ideas
 

and
 

social
 

logic.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changes,
 

social
 

think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image
 

space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it
 

reveals
 

that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presents
 

com-
plex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mage
 

countryside
 

construc-
ted

 

by
 

rural
 

teleplays
 

based
 

on
 

realistic
 

scenes
 

reflects
 

and
 

sublimates
 

the
 

social
 

reality.
 

As
 

a
 

social
 

practice,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image
 

space
 

interacts
 

with
 

social
 

reality
 

space.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rural
 

image
 

promotes
 

the
 

identity
 

crisis
 

of
 

rural
 

residents,
 

ignores
 

the
 

re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force
 

to
 

shap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expose
 

rural
 

modern
 

anxiety,
 

and
 

reconcil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inese
 

rural
 

image
 

space,
 

with
 

its
 

diverse
 

demands
 

and
 

great
 

tension,
 

forms
 

a
 

rebound
 

against
 

the
 

impact
 

of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mage
 

space
 

presents
 

itself
 

in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society,
 

which
 

not
 

only
 

has
 

aesthetic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but
 

also
 

becomes
 

a
 

dynamic
 

and
 

positive
 

new
 

idea
 

and
 

entrance
 

to
 

understand
 

the
 

rural
 

problems
 

and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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